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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生态安全视角出发，基于绿色发展理念，运用 Super-SBM 构建了基于非期望产出的农地利用结构

效率测度模型，分析了湖南省及各市州农地利用结构效率的时空分异规律，并运用面板回归方法研究了该省农地利

用结构效率的驱动因素。结果表明：湖南省农地利用结构效率呈稳中有升的整体发展趋势，各市州农地利用结构效

率空间分布呈现一定的圈层结构模式，农地利用结构效率受到乡村从业人员、农业机械化水平、农村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城镇化率和政府公共投入等因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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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绿色发展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十九大强调“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

环境的基本国策”。土地是重要的自然资源，资源的保护和合理利用关系到我国绿色发展的质量。“中央一号文件”连续 17年

聚焦“三农”问题，如何有效配置资源特别是农业土地资源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是当前及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亟待研究解决的

重大课题。与此同时，科学发展一直备受重视，高质量发展、生态文明、转型发展等成为重要的研究热点。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

的同时，基于绿色发展理念，研究农地利用效率特别是农地利用结构效率，更加深刻理解农地结构变化的内在驱动力和外在推

力，协调农业与建设的冲突，对统筹城乡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农地资源可持续利用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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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学术界对农地利用效率关注较多，主要从区域中宏观尺度和农户微观尺度两个维度开展了较为详实的研究。在农地利

用效率评价方面，主要运用非参数法（以 DEA 模型为代表）和参数法（以 SFA 模型为代表）等方法来测算农地利用效率值[1,2]。

在农地利用效率评价的基础上，不少学者进一步揭示了农地利用效率的影响因素。在区域中宏观尺度上，有学者分析了生产要素

投入、农业经营规模和农村投资水平等因素对农地利用效率的影响[3,4,5,6]；在农户微观尺度上，不同学者基于不同的目的探讨了

农地流转、农地整理、农户特征等因素对农地利用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村人均纯收入、老龄化、农户的补贴收入和农户兼业

化程度等因素对农地利用效率有显著影响[7,8]。除此之外，也有学者开展了土地利用结构效率的研究，研究尺度主要有全国层面、

省级尺度和市级尺度。土地利用结构效率的空间分析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有不少学者关注了土地利用结构效率的时空规律[9,10,11]，

也有学者在此基础上重点探讨了碳排放对土地利用结构效率的影响[9,12,13]。 

农地是土地利用类型中最为重要的用地类型，学术界也最为关注，并对农地利用结构效率的评价及其影响因素开展了较多

的研究。现有研究关注更多的是农地利用带来的经济价值（期望产出），对农地利用的非期望产出关注不足，忽视了农地利用产

生的碳排放问题。将碳排放作为非期望产出指标纳入农地利用结构效率评价指标体系，可以更加全面地揭示区域农地利用结构

效率状况。基于此，本文从生态安全视角出发，基于非期望产出视角构建农地利用结构效率评价指标体系，并以湖南省这一重要

的粮食主产区为研究区域，分析湖南省农地利用结构效率时空规律，并揭示其驱动因素，以期为该省协调人地关系，切实农地利

用结构效率，促进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1 研究区域概况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区域概况 

湖南地处 108°47′—114°15′E、24°39′—30°08′N之间，位于长江中游，洞庭湖以南，是我国东南腹地，下辖13个

地市州。截至 2020 年，湖南省总人口为 6645.3万人，城镇化率为 58.76%，地区生产总值为 4.18 万亿元。湖南省是我国重要的

粮食主产区，稻谷产量多年为全国之冠，粮食产量全国排名第八位，农地资源类型有耕地、园地、林地和草地。湖南省作为长江

经济带重要省份之一，根据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坚持生态优先和绿色发展的战略定位，基于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粮

食主产区的重要地位和经济发展与耕地保护协调发展的需求，选择湖南省作为研究区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2 数据来源 

考虑到数据的连续性和可获取性，考虑选择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后，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前的 2010—2017年作为研究时间

段；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土地利用现状变更数据、2010—2017年湖南省各市州《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和 2011—2018

年《湖南省统计年鉴》。 

2 研究方法 

2.1Super-SBM 效率测度模型 

Super-SBM 模型结合了 SBM 模型和超效率 DEA 的优点。简单的SBM 模型与传统 DEA 模型相比，增加了松弛改进部分，解决了

DEA 模型不能纳入非期望产出的问题
[14,15]

。Super-SBM 模型则在 SBM 模型的基础之上，使得效率值大于 1，可以对多个有效决策

单元的效率值进行比较和排序[16,17]。Super-SBM模型如下： 



 

 3 

 

式中：ρ表示超效率值；m表示投入；r1表示期望产出；r2表示非期望产出；n表示城市个数；xij,ysj(yqj）分别表示决策单

元的第 i种投入和第 s(q）种产出；λ表示权重向量； 表示投入和产出的松弛变量。 

本文基于绿色发展理念对湖南省及各市州农地利用结构效率进行测度，在农地利用产出方面，将考虑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

出。在测算 2010—2017 年全省农地利用结构效率时，采用 Super-SBM模型；在测算 2010—2017年各市州农地利用结构效率时，

数据为面板数据，采用全局 Super-SBM 模型。 

2.2 面板回归分析 

由于本文研究时间段为 2010—2017 年，研究区域涉及湖南省 14 个市州，因此选用面板回归分析方法研究农地利用结构效

率的驱动因素。面板回归模型如下： 

 

式中：yit表示农地利用结构效率；γi表示固定或随机效应；β表示回归系数；xit表示农地利用结构效率的驱动因素；i和

t分别表示地区和时间；uit表示随机扰动项。 

3 湖南省农地利用结构效率分析 

3.1 指标选取 

本文基于绿色理念和农地利用的非期望产出视角，从投入、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 3个方面构建农地利用结构效率。根据湖

南省农地利用结构，农地投入指标为耕地、园地、林地和草地面积，突出农地利用结构与产出之间的对比关系。基于“加强能源

资源节约和生态保护”的思想，产出指标的选取需考虑农村发展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体现了农

业生产的经济效益；粮食产量不仅表现了土地资源的产出能力，也代表了粮食安全与稳定的社会效益
[9]
。耕地是农地中主要的碳

源，对生态环境产生负担，而林地、园地和草地以碳汇为主，能够改善碳源带来的生态影响。为了突出耕地碳排放对生态环境的

影响，避免林地、园地和草地的碳汇作用掩盖耕地的碳源问题，故选用耕地碳排放作为生态效率的衡量标准[18]。根据学术界对碳

排放的研究成果，本文参考土地碳排放的经验数据，选择耕地碳排放系数为 0.422t/（hm2·a)[18,19]。3个产出指标中，农林牧渔

业总产值和粮食产量为期望产出，碳排放为非期望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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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湖南省农地利用结构效率时间规律 

鉴于 Super-SBM 模型可以较好地处理有非期望产出的效率测算，本文运用 Super-SBM 模型测算了湖南省 2010—2017 年农地

利用结构效率。2010—2017 年湖南省农地利用结构效率的发展趋势如图 1所示。从图 1可见，2010—2017 年湖南省农地利用结

构的综合效率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规模效率的变化趋势与综合效率相似，纯技术效率的变化则相对平稳。总体上，湖南省农地

利用结构效率从 2010 年到 2017 年有所提升。将湖南省农地利用结构效率变化分为 3个阶段：2010—2012 年为第一阶段，综合

效率和纯技术效率水平较低，而规模效率较高；2012—2015 年为第二阶段，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产生波动，而规

模效率继续上升；2015—2017年为第三阶段，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趋同，且变化较为稳定。 

 

图 1 2010—2017 年湖南省农地利用结构效率趋势 

3.3 湖南省农地利用结构效率空间规律 

2017 年湖南省各市州农地利用结构效率空间分布状况如图 2所示。采用 ArcGIS 软件，基于自然断点法将农地利用结构效率

值（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划分为 4 个等级。从图 2 可见，2017 年湖南省的综合效率空间分布呈现一定的圈层结

构模式，农地利用结构效率以长沙市为中心，按圈层逐级衰减。长沙市、湘潭市、岳阳市和益阳市的综合效率最高，分别为 0.876375、

0.865983、0.691827 和 0.862773；紧邻的株洲市、衡阳市和常德市被划分到第二级别，长株潭城市群的农地利用结构效率均处

于第一级别和第二级别。湘西州相较而言，郴州市农地利用结构效率处于全省较低水平，分别为 0.244436 和 0.12428。湘西州

以林地为主，地域广阔，土地利用方式相对粗放。湖南省粮食产地主要分在“四阳一德”，即益阳、岳阳、邵阳、衡阳和常德 5

市，有环洞庭湖粮油主产区、长株潭粮油主产区和邵永衡丘陵盆地粮食基地，土地集约利用程度更高。由此可见，要充分挖掘农

地利用结构效率水平较低地区的潜力，走内涵挖潜道路，深度提升农地利用的集约程度和效率。纯技术效率空间分布与综合效率

有所不同。长沙市纯技术效率并不是湖南省最高，而湘西州和郴州市的纯技术效率依然处在全省较低水平，分别为 0.16459 和

0.255288。规模效率中，怀化市和郴州市的效率值处于第一级别，分别为 0.991262 和 0.957491，这与综合效率及纯技术效率的

排序相反，说明怀化市与郴州市的规模效率较优，纯技术效率水平低下拉低了其综合效率值。怀化市和郴州市矿产资源丰富，郴

州是全球有名的有色金属之乡，产业结构重心偏向于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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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17年湖南省农地利用结构效率空间分布 

湖南省 2010—2017 年间农地利用结构效率变化空间分布状况如图 3 所示。从图 3 可见，湖南省 2010—2017 年间农地利用

结构综合效率均有所增加，大部分地区的农地利用结构效率变化幅度较为稳定，全省呈现出稳中有升的变化态势。其中，变化最

大的区域是长沙市、岳阳市和益阳市，变化值分别为 0.113588、0.112851 和 0.242815。变化最小的区域为湘西州，变化值为

0.013184，其他城市的综合效率变化程度处于相同水平。在纯技术效率变化值中，变化最大的是益阳市、湘潭市和衡阳市。值得

注意的是，张家界市的纯技术效率变化为负值。在纯技术效率变化值中，除了永州市规模效率有了较为明显的提升外，多个城市

的规模效率变化为负，说明湖南省需要进一步实现规模化经营，调整农业产业结构，优化农地资源配置，从而促进农地利用效率

的提升。 

 

图 3 2010—2017 年湖南省农地利用结构效率变化空间分布 

4 农地利用结构效率的驱动力分析 

4.1 驱动因素的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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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相关文献[9,12]，学者们共同选择的驱动因素包括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和土地城镇化率。由于本文研究农地利用结构

效率，不同于土地利用结构效率，需突出农地利用特点，因此结合已有相关文献和湖南省农地利用结构效率的具体情况选择中的

6个驱动因素。6个驱动因素除了经济发展水平、人口和城镇化率，还包括农业生产技术水平、农民收入水平和政府政策。 

经济发展对资源的配置有重要影响，可能对资源配置效率有一定影响，地区生产总值是区域经济发展的直接表达；区域人口

变化及劳动力市场对农地利用效率可能有间接作用，选用乡村从业人员反映人口和劳动力状况；农业生产技术对农业生产效率

有一定影响，选用农业机械总动力表征农业机械化水平；农民的收入状况是“三农”问题的重点，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可以

直观反映农民收入水平及消费能力；城镇化水平一定程度上会对产业结构产生影响，选用人口城镇化率表达城镇化水平；政府对

农业的政策倾斜和支持力度也会对农业生产产生相应影响，根据数据的可获取性，选择农林水利事务公共财政支出表示政府公

共投入情况。 

4.2 驱动因素的面板回归分析 

以 2010—2017年湖南省各市州农地利用结构效率为因变量，驱动因素为自变量，构建面板回归模型。其中，模型结果Ⅰ是

固定效应面板回归结果，模型结果Ⅱ是随机效应面板回归结果。由于豪斯曼检验 P 值大于 0.05，可以考虑接受原假设，即可以

用随机效应模型。随机效应模型通过了随机效应检验，模型运行结果较好。 

由模型Ⅱ随机效应面板回归结果可知，乡村从业人员、农业机械化水平、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化率和政府公共投

入均对农地利用结构效率有显著影响。其中，农业机械化水平、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城镇化率对农地利用结构效率有正向

影响，乡村从业人员和政府公共投入对农地利用结构效率有负向影响。经济发展水平并没有和预想的一样对农地利用结构效率

产生直接影响，说明湖南省在 2010—2017年间经济发展更偏重于城市建设，农业发展并没有起到带动全省经济发展的作用，城

乡统筹发展还需进一步落实。 

农业机械化水平代表的是农业生产的技术水平。回归结果表明，农业生产技术水平对湖南省农地利用结构效率存在显著的

正向影响。因此，未来湖南省粮食主产区应进一步提高农业技术水平，培育更多新型适度规模经营主体，加大农业生产科学技术

宣传与普及的力度，提高农地利用结构效率。城镇化水平在研究区段内对湖南省的农地利用结构效率有正向的影响，说明该省在

城镇化建设的同时，较好地协调了城市发展和乡村建设的关系。政府公共投入对湖南省农地利用结构效率有负向作用，可能的原

因是：虽然政府逐年加大对农村公共投入力度，但是政府公共投入的方式、结构和效率并不合理。这说明为提高农地利用结构效

率，需要调整政府公共产品投入的具体模式，提高投入质量和效率。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对湖南省农地利用结构效率有一定

正向作用，该研究结果与相关研究一致[7]。因此，需要进一步实施乡村振兴，增加农民收入和提高农民福利水平，推动农业生

产效率继续提高。乡村从业人员对农地利用结构效率有一定负向作用，这说明需要提高乡村从业人员的质量，而不是一味增加劳

动力的数量。只有提高劳动力的教育程度，增强乡村从业人员的素质和技能，才能够进一步作用于农业生产效率的提升。 

5 结论与讨论 

本文基于绿色发展理念，构建了基于非期望产出的农地利用结构效率测度模型，分析了湖南省及各市州 2010—2017年农地

利用结构效率的时空分异规律，并进一步运用面板回归方法探讨了该省农地利用结构效率的驱动因素，得出主要结论，提出相应

的对策建议：(1)绿色发展理念下，湖南省农地利用结构效率呈现稳中有升的整体发展趋势，2010—2017 年农地利用结构综合效

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均有所提升。(2)湖南省各市州 2017 年农地利用结构效率空间分布呈现一定的圈层结构模式，长株潭

城市群农地利用结构效率为较高水平，湘西的农地利用结构效率为较低水平，说明农地利用结构效率与区域经济发展状况有一

定关联。因此，湖南省在区域经济发展的同时应注重农地与建设用地的协调，合理优化土地资源配置，调节人地关系，促进土地

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协调发展，特别是运用资源配置的集聚效应，以点带面地促进农地利用结构效率提升。(3)2010—2017年湖

南省农地利用结构效率变化最大的市州是长沙市、岳阳市和益阳市，多个城市的规模效率变化为负，说明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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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发挥粮食主产区的重要地位，湖南省需要进一步实现规模化经营，调整农业产业结构，优化土地资源配置，从而促进农地利

用效率的提升。(4)湖南省农地利用结构效率受到乡村从业人员、农业机械化水平、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化率和政府

公共投入等 5个因素的影响。其中：农业机械化水平、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城镇化率对农地利用结构效率有正向影响；乡

村从业人员和政府公共投入对农地利用结构效率有负向影响。这说明可以从以上几个方面制定针对性的土地利用政策，以有效

提高湖南省农地利用结构效率。例如，提高政府对农业发展的支持力度，完善政府公共产品供给的模式，提高政府投入效率，促

进农民增收，提高农民素质和技能。 

本文基于农地利用结构数据进行了农地利用结构效率的分析，研究过程突出了不同土地利用的结构关系，同时考虑了农地

利用非期望产出，研究思路创新性地深入分析了农地利用结构变化、效率测度及驱动因素。鉴于县域投入产出数据有限，本文未

对县域尺度的农地利用结构效率进行分析，因此微观尺度农地利用结构效率的研究将是下一步深入挖掘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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